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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揭示四川盆地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主导驱动机制，为区域生态安全保障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提供科学依据与实践路径。  ［方法］ 基于 2000—2020 年多源数据，构建“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

分析框架，综合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景观生态风险指数（ERI）与地理探测器模型，评估四川盆地生态风险的演变趋

势及空间分异驱动因子。  ［结果］ 研究期内，四川盆地土地利用格局发生显著调整，耕地面积减少 13 542 km²，森林面

积增加 10 166 km²，不透水地表面积增加 3 835 km²，生态用地向建设用地的转移趋势日益明显，尤以成渝都市圈及周边

地区最为突出。生态风险呈现“改善—恶化—恢复”的阶段性波动演变特征：2000—2005 年高风险区一度消失，较高风

险区面积扩展至 46%；2010年高风险区比例激增至 65%，生态系统压力显著上升，低风险区域明显收缩；2010—2020年

期间风险格局趋于稳定，高风险区占比持续维持在 65% 左右，整体生态风险水平仍处于偏高状态。地理探测结果表

明：高程（q=0.35）、年度最低温（q=0.34）、年度最高温（q=0.32）及人口密度（q=0.22）是影响生态风险空间分布的主

要驱动因素，其中温度波动对生态系统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  ［结论］ 四川盆地生态风险整体水平仍居高位，区域生态

系统脆弱性不容忽视。应依据生态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管理：低风险区应加强生态保护，中风险区重点推进生态修复

与连通性提升，高风险区则需聚焦系统治理与风险预警，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与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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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reveal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ominant 
driving mechanisms of ecological risk in the Sichuan Basin， pro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reg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optimal land resource allocation. ［Methods］ Based on multi-source data from 
2000 to 2020， a Driving-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 （DPSIR） analytical framework was constructed. The 
land use transition matrix，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index （ERI）， and geodetector model were com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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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to assess the evolutionary trends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driving factors of ecological risk across the Sichuan 
Basin. ［Result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land use patterns of the Sichuan Basin underwent significant 
adjustments. Cultivated land area decreased by 13 542 km²， forest area increased by 10 166 km²， and impervious 
surfaces expanded by 3 835 km². The trend of ecological land conversion to construction land beca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articularly in the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its surrounding regions. Ecological 
risk exhibited a phased fluctuation pattern of “ improvement-deterioration-recovery”. From 2000 to 2005， high-
risk zones temporarily disappeared， while relatively high-risk zones expanded to 46%. In 2010， the proportion of 
high-risk zones surged to 65%， with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ecosystem pressure and marked contraction of low-
risk zones. From 2010 to 2020， the risk pattern tended to stabilize， with high-risk zones consistently accounting 
for approximately 65%， indicating that the overall ecological risk level remained relatively high. The results of the 
geodete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elevation （q=0.35）， annual minimum temperature （q=0.34）， annual maximum 
temperature （q=0.32）， and population density （q=0.22） were identified as the key drivers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ecological risk， among which temperature fluctuations exerte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cosystem 
stability. ［Conclusion］ The overall ecological risk level in the Sichuan Basin remains high， and the vulnerability of 
its regional ecosystems cannot be overlooked. Differential management should be implemented based on ecological 
risk levels： low-risk zones should strengthe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medium-risk zones should prioritiz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connectivity enhancement， and high-risk zones should focus on systematic governance 
and early warning mechanisms， thereby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ecological quality and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Keywords： ecological risk；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geodetector； driving factors； Sichuan Basin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极大地促进了国

民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然而，在粗放型发展模式

的主导下，资源高强度开发与土地利用不当等问题

日益凸显，导致生态系统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表现

为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持续退

化以及生态风险水平不断上升。这一系列生态环境

问题不仅破坏了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还对人类健康

与福祉构成潜在威胁［1］。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

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要严密防控环境风险，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

性与持续性”，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如何科学识别与精准评估生态风险，已成为维护生

态系统健康与保障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议题。生

态风险识别不仅能够识别生态系统潜在的退化危

机，还可为生态空间优化配置、环境风险预警及政策

制定提供决策依据，成为当前生态安全保障与环境

管理的重要研究方向［2］。

生态风险是指由于自然或人为干扰导致生态系

统结构和功能发生退化的可能性［3］。其系统性评价

是制定生态保护策略的基础，经典框架包括风险源识

别、暴露—响应评估和风险表征 3 个核心模块［4-5］。随

着景观生态学理论的发展，Turner等首次将空间异质

性纳入风险评价体系，推动研究尺度从单一生态单元

向区域综合拓展［6］。我国学者曾辉［1］、彭建［7］等在此

基础上，分别结合国情发展了空间模拟技术和景观格

局分析法，为生态风险本土化研究提供了支撑。

目前，生态风险评价方法体系日趋完善，微观层

面，Suter 等采用“风险源-暴露-受体”范式［8］、于航等

利用生物标志物和毒性测试评估特定生态单元风

险［9］；宏观尺度方面，则有学者融合景观指数（如

ERI）、空间模型（如 CA-Markov）等技术，量化风险时

空格局［10-11］。在生态风险驱动机制研究方面，刘敏等

通过地理探测器探讨风险驱动因子［12］、李璐等利用

增强回归树等模型对生态风险进行评估［13］，揭示自

然—人为因素的交互作用［14］。近年来，学者的研究

进一步聚焦时空演化规律与分区管控。时空动态研

究方面，采用时间序列分析［15］、空间自相关等技术解

析风险演变趋势［16］；对于分区管控研究，针对高风险

区进行生态修复［17］，优化低风险区保护策略［18］；同时

对二者进行交叉研究，关注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的

耦合关系［19］，揭示耕地退化对粮食生产的链式效应。

尽管研究取得进展，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局

限性：其一，多数研究依赖静态指标体系，难以反映

生态系统在社会经济动态变化下的响应特征，限制

了模型的时空适应性［20］；其二，驱动机制分析多侧重

于变量间的统计相关性，尚未深入揭示生态系统内

部反馈机制及其复杂非线性关系［21］；其三，在高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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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特征挖掘方面仍显不足，导致生态风险预警的空

间靶向性和管理时效性有待提升［22］。

四川盆地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在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具有

重要战略地位。随着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

四川盆地面临着耕地资源紧张、土地开发强度过高、

生态环境退化等诸多挑战［23］。本文以四川盆地为研

究 区 域 ，基 于 景 观 生 态 风 险 评 价（Ecological Risk 
Index， ERI）模型，结合地理探测器与土地利用转移

矩阵，系统分析区域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识别

生态风险的核心驱动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规律。研

究旨在为四川盆地生态风险防控、土地资源管理及生

态安全格局优化提供科学依据与理论支撑。

1　材料和方法

1.1　区域描述

四川盆地，位于中国西南部，地理坐标约为东经

102°—110°、北纬 28°—33°（图 1），总面积约 26 万 km2。

该盆地涵盖四川省的大部分地区及重庆市，主要包

括成都市、绵阳市、泸州市、南充市、自贡市、德阳市、

广元市、遂宁市、内江市、乐山市、宜宾市、广安市、达

州市、雅安市、巴中市、眉山市、资阳市等城市和县

域。盆地内的地形特征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变化。盆

地中央区域为广阔的平原地带，地势较为平坦。与

之相比，盆地的四周被山脉环绕，形成了盆地的外缘

地带，这些山地地势陡峭，地质构造复杂，构成了盆

地的自然边界。

四川盆地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年降水量丰

富，年均气温在 15~18 ℃ ［24］。该地区降水季节性强，

夏季降水集中，且年降水量具有较大的空间差异，局

部地区呈现典型的季风气候特征。盆地内水系发

达，主要由长江、嘉陵江、岷江等流域构成，水资源条

件优越，为农业生产提供充足的水源保障。土壤类

型方面，四川盆地土地肥沃，涵盖紫色土、黄棕壤、水

稻土等，土壤肥沃，具有优越的农业条件，是中国重

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以四川盆地 5 个时间节点（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2020 年）的遥感影像为基础数据

源。土地利用数据由 Google Earth Engine平台提供的

Landsat数据构建，数据制作由武汉大学黄昕教授及其

团队完成，土地利用类型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域、

不透水地表（建筑设施地表、交通基础设施及工程化地

表）及其他土地 8个类型［25］，空间分辨率为 30 m（网址：

https：∥zenodo.org/record/5816591）。行政区划数据

来源于国家测绘局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底图（http：∥
bzdt.ch.mnr.gov.cn/）。人口密度数据来自美国佛罗里

达大学地理系和新型病原研究所提供的 WorldPop 数

据集（网址：https：∥www.worldpop.org/），分辨率为

1 km。经济密度数据来源于 2000—2020 年期间四川

省相关市和重庆市统计年鉴。DEM 数据从地理空间

数据云平台（网址：http：∥www.gscloud.cn）下载，空

间分辨率为 30 m。年降水量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

统科学数据中心（网址：https：∥www.geodata.cn）。气

温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网址：http：∥www.resdc.cn）。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来

自欧盟委员会分享的全球大气排放数据库（Emissions 
Database for Global Atmospheric Research， EDGAR）
空间分辨率为 11 km。此外，为了确保数据的空间一致

性，所有空间数据在投影处理时统一采用 World 
Geodetic System 1984（WGS1984）坐标系统。

1.3　研究方法

1.3.1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模型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Land Use Transition Matrix）常用于描述土地利用

类型在不同时期之间转移过程。它以矩阵的形式展

示某一时间段内，各类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化情况，以

量化和描述某一地区在一段时间内土地利用的变化

趋势和空间分布的变动。其表达式为：

S ij =




















S11 ⋯ S1n

⋮ ⋮ ⋮
Sn1 ⋯ Snn

（1）

式中：n代表土地利用类型总数；Sij表示研究初期 i类用

地转为末期 j类用地的面积。矩阵中的每个单元格表

示从某一类型在某一时段转换到另一类型的面积。

1.3.2　生态风险指数核算模型　景观损失度是指自

然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不同景观类型所表征的

生态系统自然属性的退化程度。本研究基于表 1 所

示公式构建景观损失度指数（Ri），通过多维指数耦合

方法整合景观干扰度（Ei）与景观脆弱度（Vi），形成定

注：基于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审图号：GS（2024）0650 标准地图制

作，底图未做修改，下同。

图 1　研究区概况及评价单元划分图

Fig. 1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and division of 
evaluation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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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评估景观退化及生态风险的复合指标体系。其

数学表达式为：

Ri = Ei × V i （2）
式中：Ri为景观损失度指数；Ei表示人类活动与自然

扰动对景观系统的综合干扰强度；Vi 反映景观类型

自身生态稳定性的固有属性。

基于文献研究［11-12］并结合四川盆地生态本底特

征，本研究构建了景观脆弱度等级评价体系。选取区

域主导的 6 类景观类型，通过德尔菲法确定脆弱度序

次：耕地（6）>草地（5）>其他用地（4）>林地（3）>水

域（2）>不透水地表（1）。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

赋值进行归一化处理，获取各景观类型脆弱度指数 Vi

及其空间权重，具体计算流程详见表 1技术参数说明。

ERI = ∑
i = 1

n A ki

A k
Ri （3）

式中：Ri为景观损失度指数；Aki表示第 k 个风险小区

内景观类型 i的面积；Ak为第 k 个风险小区的总面积；

n 代表景观类型的总数。ERIi表示风险小区 i 的景观

生态风险指数，数值越大意味着生态风险越高，反之

则表明生态风险较低。

为了将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空间化，本研究采用

覆盖整个研究区域的网格进行系统采样。根据景观

生态学理论，为全面反映采样点周围的景观格局信

息，风险区的面积应达到平均斑块面积的 2~5 倍。

针对研究区边缘不规则地块的处理方法，面积大于

0.5 个规整样区的地块单独作为一个样区；而面积小

于 0.5 个规整样区的地块则并入相邻样区［26］。基于

这一原则，在 ArcGIS 软件的技术支持下，按照景观

斑块的平均面积大小，将研究区域划分为 10 km×
10 km 的风险评价单元。通过对四川盆地进行格网

化重采样，共得到了 3 005 个评价单元（图 1）。基于

这些评价单元以及相关模型，本研究计算四川盆地

的生态风险指数，并采用中心点赋值法进行空间插

值，以分析四川盆地生态风险指数在过去 20 年中的

时空分布特征。

1.3.3　地理探测器　基于景观生态风险指数（ERI）
的评估结果表明，四川盆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呈现

显著时空异质性，但 ERI指标本身难以揭示其空间分

异的驱动机制。为深入解析耕地生态系统风险格局

的形成机理，本研究引入地理探测器方法进行归因

分析。该方法通过量化驱动因子与生态风险的空间

耦合度，可有效辨识关键影响要素及其解释强度，其

单因子探测模型表达式为：

q = 1 - 1
Nσ 2 ∑

n = 1

L

N h σ 2
h （4）

式中：q 值域为［0，1］，表征驱动因子解释力；L 为因子

分级数；Nh为分区 h 内样本数；N 为样本总数；σ2与分

别为流域 ERI方差以及分区 h 内的 ERI方差。

1.3.4　驱动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生态风险作为人类

干扰与自然条件交互作用对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产

生的非期望后果，本研究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从人类干扰、温室气体、气候

条件、自然环境、气候状况 4 个维度选取 9 个因子来

探测各因素对四川盆地生态风险影响机理，具体指

标体系构成见表 2。

表 1　景观格局指数及其意义

Table 1　Landscape pattern indices and descriptions

指数名称

景观破碎度指数

景观分离度指数

景观分维数指数

景观干扰度指数

计算公式

Ci = ni

Ai

Ni = A
2Ai

ni

Ai

Fi =
2ln ( Pi

4 )

ln Ai

Ei = aCi + bNi + cFi

参数意义

Ai为景观类型 i的面积；ni是斑块数量

Ai为景观 i的总面积；A 为景观总面积

ni为景观 i的斑块数

Pi是景观类型 i的周长

a，b，c 为相应各景观指数的权重，且 a+b+c=1，根据相关研究［24］，结合

本研究区的实际情况，认为破碎度指数最为重要，其次为分离度和分维

数，分别赋以 0.5，0.3 和 0.2 的权重

表 2　驱动因素指标体系

Table 2　Indicator system of driving factors

准则

人类干扰

温室气体

气候条件

自然环境

指标

GDP
人口密度

CH4

CO2

N2O
年度最高温

年度最低温

降水量

DEM

单位

%
万人/km2

t/（0.1°×0.1° · a）
t/（0.1°×0.1° · a）
t/（0.1°×0.1° · a）

℃
℃

m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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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地利用时空演化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现状分布格局的

分析，结合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及弦图，深入探讨了区

域内土地利用类型的时空变化特征。具体而言，重

点分析了农田、森林及不透水地表 3 种土地利用类型

在 20 年期间的变化趋势及其具体面积变化（图 2）。

从土地利用现状分布格局（图 2）来看，研究区中

央广阔的平原地区主要为农田，而盆地四周被山脉

环绕，形成了外缘地带，这些区域大多为林地。研究

区的西北部与东南部存在较大面积的不透水地表，

这些地区主要为成都和重庆等城市及其周边区域。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0—2020 年期间，不透水地表区

域呈现出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向郊区快速扩展的

趋势，呈现出明显的辐射状发展特征。

农田、森林与不透水地表这 3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

面积变化在 20 年内最为显著。在这段时间内，大规

模的农田转化为森林，同时，部分农田转变为不透水

地表，且少量农田区域变为水域、草原或灌木等地

类。尽管存在一定的农田向森林转化的趋势，部分

森林区域也发生了向农田的转变，但其转出的面积

图 2　2000—2020年四川盆地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及变化

Fig. 2　Spatial patterns and changes of land use in Sichuan Basin （200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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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小于转入的面积。少部分森林转化为灌木，极小

部分转化为草原或裸地等其他地类。相比之下，不

透水地表的变化幅度较小，但其转入面积显著大于

转出面积，表现为大量农田以及部分其他类型土地

被转化为不透水地表，而极少面积的不透水地表转

变为其他土地类型。

进一步分析 2000—2020 年的不同时间段，发现

2000—2005 年农田与森林的面积变化最为显著。在

这一时期，农田的转入面积小于转出面积，而森林的

转入面积则大于转出面积。2005—2010 年大量农田

转化为森林，同时部分森林转化为农田。 2010—
2015 年森林与农田之间的转入与转出面积接近，而

不透水地表的面积持续稳定增加。

2000—2020 年农田面积由 146 680 km2 减少至

133 137.37 km2，而森林面积则由 2000年的 113 355.66 
km2 增加至 2020 年的 123 521.48 km2，其中 2015—
2020 年森林面积的增长最为显著。20 年间不透水地

表的变化率最大，从 2000 年的 2 135 km2增加至 5 970 
km2，面积增长接近 3 倍。

2.2　区域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

为揭示四川盆地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本文

基于 ArcGIS 平台采用克里金（Ordinary Kriging）空间

插值方法，对研究区 3 005 个生态风险评价网格单元

在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2020 年 5 个时点

的生态风险指数进行了空间插值分析，获取其预测值

分布区间均为 0.0~0.8。为增强各时期生态风险空间

分布的可比性，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研究

区的实际情况，采用相对指标法将生态风险指数划分

为 5 个等级：高生态风险（0.56~0.80）、较高生态风险

（0.42~0.56）、中等生态风险（0.28~0.42）、较低生态

风险（0.14~0.28）和低生态风险（<0.14），并据此绘

制了五期生态风险时空分布图（图 3）及生态风险等

级面积变化图（图 4），从空间和数量两个维度系统刻

画了生态风险的演变特征。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研究区整体生态风险在空

间上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盆地东南部的山地区域生

态风险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尤以重庆市境内表现

最为突出；而以成都市区为中心的区域则普遍处于较

低风险水平，表现出区域内部生态风险的显著差异性。

这种空间差异不仅受到人类活动强度和土地利用类型

的影响，还与地形起伏变化密切相关，表明地形地貌因

素对生态风险的空间格局具有重要调控作用。

在时间演变方面，2000 年研究区整体生态状况

较为良好，大部分区域处于中等及以下风险水平，仅

在合川、江津、云阳、奉节等地局部形成条带状高生

态风险区，主要沿长江干线分布。至 2005 年，生态风

险有所缓解，高风险区基本消失，较低生态风险区面

积显著扩大，说明该阶段生态环境呈现向好趋势。

然而，2010 年研究区生态风险水平大幅上升，超过

65% 的区域被划为高生态风险区，仅有成都市中心、

雅安、乐山、绵阳、泸州等地保留中低风险等级，重庆

市仅剩城口、石柱等局部区域处于较低风险状态，反

映出生态压力的骤然加剧和环境退化的严峻形势。

进入 2015—2020 年研究区部分区域生态风险有

所缓解，低及较低生态风险区域面积回升，尤其在盆

地中西部地区表现明显，部分中高风险区域转变为

中低等级，显示出生态系统恢复的初步成效。但总

体来看，研究区仍有约 65% 的面积处于高生态风险

状态，表明生态压力依然严峻，生态系统整体脆弱，

恢复成效仍有限。

从数量上看，2000 年高生态风险区占比仅为

3%，中生态风险区占主导地位，低及较低生态风险区

合计占比约为 12%；到 2005 年，高风险区消失，较高

风险区面积由 17% 上升至 46%，而中风险区面积缩

减约一半，低风险区比例显著增加至 20%。

然而，在 2005—2010 年期间，大面积耕地向林地

和不透水地表转化，导致景观格局进一步破碎化。尽

管林地具备一定的生态涵养能力，但初期转化的林地

多为结构单一、生物多样性较低的人工林，短期内难

以有效承担完整的生态服务功能，生态系统恢复能力

有限。加之不透水地表比例上升进一步削弱了生态

连通性与稳定性，最终使得区域生态风险显著上升，

高风险区面积骤增至 65%，中低风险区面积显著缩

减，生态形势明显恶化。2010 年之后，生态风险分布

图 3　四川盆地 2000—2020年生态风险等级时空变化

Fig. 3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 of ecological risk levels in Sichuan Basin （200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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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于稳定，至 2020 年，高生态风险区仍维持在 65%
左右，低及较低生态风险区比例稳定在 9% 左右，反

映出研究区生态风险水平持续偏高，整体未见根本

性改善。

综上所述，2000—2020 年研究区生态风险演化

呈现出“先改善—后恶化—再缓慢恢复”的动态变化

过程，整体表现为复杂的时空差异性。尽管近年来

部分区域生态风险水平有所缓解，但高风险区依旧

广泛分布于盆地核心地带，区域生态系统面临长期

而持续的压力。为推动区域生态环境的根本改善，

应针对高风险区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生态修复与

保护措施，增强生态系统韧性，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和

粮食安全的可持续发展。

2.3　生态风险驱动力分析

驱动因子在不同时间尺度下对研究区生态风险

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与差异性。为深入探讨

各因子对研究区生态风险的驱动机制，本研究采用

地理探测器方法对 2000—2020 年的生态风险进行多

维度探测，旨在定量评估各变量对生态风险的贡献

度。考虑到人类活动（如人口密度、GDP）、温室气体

排放（如 CH₄、CO₂、N₂O）、气候条件（如年度最高温、

年度最低温及降水量）和地形条件等多个关键因子，

本研究对这些影响因子进行了重分类，并将其划分

为 1 至 8 级。

通过空间可视化的方式，分别展示了每个因子

的分级结果，如图 5 所示。

本文基于 2000—2020 年研究区的地理探测器分

析结果（图 6）揭示了不同驱动因子对该区域生态风

险的影响程度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研究

区的生态风险主要受自然环境、气候条件、温室气体

排放以及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其中自高程、温

度、人口密度等因素在生态风险形成中的作用较突

出，各驱动因子 q 值见表 3。
从自然环境的维度来看，高程对研究区生态风

险的影响最大，其 q 值为 0.347 7，表明地形高差和地

势起伏对生态风险的驱动作用非常显著。研究区地

形复杂，较为脆弱的生态环境容易受到外界自然灾

害和人为活动的影响，导致生态风险加剧。

图 4　2000—2020年四川盆地生态风险等级面积变化

Fig. 4　Changes in area of ecological risk levels in Sichuan Basin （2000—2020）

图 5　四川盆地生态风险驱动因子等级分类

Fig. 5　Classification of ecological risk driving factor levels in Si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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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活动方面，人口密度（q 值为 0.222 6）是研

究区生态风险的主要驱动力。特别是在 2005 年和

2010 年，人口密度的 q 值分别达到了 0.571 7，0.355 3
的峰值，表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数量的

增加，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显著增强，进而对生态

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人口密度的增加促使大规模

的城市化扩张，导致农田、森林等自然生态系统的占

用和改变，增加了生态脆弱性。此外，随着工业化和

城市化的推进，排放的温室气体和污染物也加剧了

生态风险。

从温室气体的角度分析，CO2对研究区生态风险

的驱动作用较小，其 q 值仅为 0.017。尽管二氧化碳

是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但其对研究区生态风

险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弱。与此相比，甲烷（CH4）和一

氧化二氮（N2O）对研究区生态风险的影响较显著，q

值分别为 0.204 7，0.182 8，表明这两种温室气体的排

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在 2005 年，温室

气体排放的增加可能导致气候异常和生态系统功能

的下降，从而显著增加生态风险。

从气候条件角度分析，温度对研究区生态风险的

影响尤为强烈。尤其是在 2005年，年度最低温和年度

最高温的 q 值分别为 0.772 0，0.617 7，远高于其他因

子。这表明温度的变化，特别是温度极端值的波动，对

研究区的生态系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气温的变化可

能导致水资源分布不均、物种栖息地改变以及农业生

产的波动，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可

持续性。而降水量对生态风险的影响较弱，q 值为

0.164 1，排名第 7，这表明降水量在研究区生态风险中

的作用较小，可能是由于该区域降水相对稳定，且降水

对土地利用和气候变化的反馈作用较为缓和。

图 6　四川盆地 2000—2020生态风险驱动因素指标

Fig. 6　Indicators of ecological risk driving factors in Sichuan Basin （200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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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研究区的生态风险主要受到自然环

境、气候条件和人类活动的综合作用。温度、地形

（高程）等自然因素对生态风险的影响尤为突出，人

口密度则是推动生态风险变化的重要因素。特别是

在 2005 年和 2010 年，人口密度的高峰期伴随着温室

气体排放增加，导致生态风险显著加剧。相对而言，

GDP 增长率和 CO2 排放对生态风险的影响较为微

弱。整体来看，气候变化和自然环境特征是研究区

生态风险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人口密度、温室气体排

放等人类活动因素也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压

力。未来的生态保护工作应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和人

口增长对生态风险的影响，采取适当的保护和管理

措施，以减少不利因素对研究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3　讨  论
本研究以 2000—2020 年四川盆地为研究区域，

综合利用土地利用数据、社会经济指标及生态环境

参数，构建 DPSIR 理论分析框架，融合土地利用转移

矩阵、景观生态风险指数（ERI）模型与地理探测器方

法，系统探讨了耕地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

驱动机制。以下从土地利用变迁与生态风险之间的

耦合关系、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模式、驱动因素的识

别及其作用路径 3 个方面展开深入讨论。

3.1　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风险的耦合关系

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变不仅是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的

直观体现，更是生态风险水平变动的核心驱动因子之

一。研究表明，2000—2020年四川盆地整体土地利用

格局呈现出“生态用地向建设用地”转移的趋势，尤其

是在成都、重庆等大都市圈及其外围区域，该过程表现

为剧烈的城市扩张与空间重构。大规模建设用地的侵

占直接导致耕地和林地等生态功能强的土地类型持续

压缩，生态系统的空间完整性和功能连通性遭到破坏，

造成景观破碎化、生态调节能力下降，显著推高区域生

态风险水平。与已有文献研究结果相一致，城市扩张

与土地覆盖变化是当前生态风险加剧的重要诱因［27］。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呈边缘集聚

特征，即城市边缘带、丘陵过渡区以及资源开发强度大

的区域，是生态风险上升的热点区。这一空间分异格

局反映出城市扩张对生态系统的扰动呈“向外渗透”态

势，生态压力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扩散性。

3.2　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规律

从时间维度看，四川盆地 2000—2020 年的生态

风险演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整体可划分为

“改善—恶化—恢复”3 个阶段：2000—2005 年受益于

国家实施的“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工程，

区域生态系统得以恢复，ERI 水平相对较低，生态风

险呈下降趋势；2005—2015 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成

渝城市群”等国家战略的纵深推进，建设强度大幅提

升，大面积耕地向林地和不透水地表转化，导致景观

格局进一步破碎化，生态用地持续减少，生态连通性

与稳定性降低，生态系统稳定性受损，生态风险水平

快速上升；2015—2020 年部分地区通过实施生态补

偿、土地整治、山水林田湖草沙工程等生态修复措

施，ERI出现回落，高风险区域略有缩减，但从整体趋

势看，生态风险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这一结果表明，

生态风险的演变不仅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还与政策

调控、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动密切相关［28］。

3.3　生态风险驱动因素的识别与作用机制

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本研究对生态风险的驱动

机制进行了定量识别，发现高程、温度与人口密度为

影响四川盆地生态风险水平的核心因子，具体表现如

下：四川盆地地形结构复杂，地势起伏较大。高海拔

地区生态系统类型单一、恢复能力弱，易受到自然灾

害与人类活动的双重干扰，生态系统稳定性差，成为

表 3　驱动因素指标体系

Table 3　Indicator system of driving factors

准则层

人类活动

温室气体

气候条件

自然环境

因子层

GDP 增长率（X1）

人口密度（X2）

CH4（X3）

CO2（X4）

N2O（X5）

年度最高温（X6）

年度最低温（X7）

降水量（X8）

高程（X9）

q 值

2000 年

0.0478**

0.1510**

0.2295**

0.0235**

0.1628**

0.3034**

0.3034**

0.1206**

0.3361**

2005 年

0.0322**

0.5717**

0.4989**

0.0338**

0.4403**

0.6177**

0.7720**

0.3643**

0.5717**

2010 年

0.0289**

0.3553**

0.0093**

0.1379**

0.0255**

0.3568**

0.3299**

0.0498**

0.3441**

2015 年

0.1264**

0.0238**

0.1264**

0.0040**

0.1264**

0.1264**

0.1264**

0.1264**

0.1589**

2020 年

0.1591**

0.0112**

0.1591**

0.0091**

0.1591**

0.1591**

0.1591**

0.1591**

0.3278**

均值

0.0789**

0.2226**

0.2047**

0.0417**

0.1828**

0.3127**

0.3382**

0.1641**

0.3477**

排名

8
4
5
9
6
3
2
7
1

注：**表示 p<0. 01，结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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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高风险的敏感区；气候变暖背景下，温度波动增

强，极端气候频发，导致区域生态系统面临更大的适

应性挑战，从而加剧了其脆弱性；人口密集区域通常

也是建设活动最频繁、资源消耗最集中的区域。人口

增长带动建设用地扩展，直接引发生态用地减少，进

而显著提升生态风险水平。上述结果表明，自然地理

条件构成生态系统承载力的基本框架，而人类活动则

通过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加剧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是

当前区域生态风险加剧的主导因子之一［29］。

4　结  论
四川盆地生态系统结构持续演变，空间格局趋

于复杂化。过去 20 年间，生态用地持续向建设用地

转移，城市扩张与产业聚集主导了土地利用格局重

构，以成都、重庆等中心城市及其都市圈周边最为显

著。该过程导致耕地资源压缩、景观连通性削弱与

生态系统破碎化加剧，区域生态脆弱性上升，生态风

险水平显著提升。

生态风险变化呈现阶段性波动，受政策调控与发

展战略的双重影响。研究发现，生态风险在 2000—
2020年经历了“初步缓解—快速上升—局部恢复”的动

态过程。这一演化趋势不仅反映出国家重大生态政策

（如退耕还林）与区域开发战略（如西部大开发）的阶段

性作用，也提示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响应存在显著滞后

性和区域异质性，政策执行的成效亦具有空间不均性。

自然条件与人类活动共同塑造生态风险格局，

交互作用显著。高程与温度等自然地理因素决定了

生态系统的敏感性与承载力，是构建生态本底风险

的重要基础；而人口密度作为人类活动强度的典型

代表，显著影响建设用地扩张与生态用地压缩，成为

推动生态风险加剧的核心驱动因子。生态风险的形

成是“自然脆弱性—人类扰动—土地变迁”链式机制

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本研究不仅从多维视角揭示了四川盆

地生态风险演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而且通过机制解

析和风险分区管理建议，为生态文明建设、国土空间优

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支撑。然而，当前模

型在驱动因子选取与非线性交互效应识别方面仍有待

完善，未来研究应加强政策变量、制度变革等社会驱动

因素的量化表达，并结合前沿方法深化生态风险演化

的预测能力，以实现更高精度的生态安全预警与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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